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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报
告》，公元前 2070年至公元前
1600年为夏代的纪年范围，中
原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最晚阶段
遗存成为探索早期夏文化来源
的重要线索。长期以来，学术界
将关注焦点聚集在环嵩山周围
地区，以登封王城岗、禹州瓦
店、汝州煤山等遗址为代表的
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始终是
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豫南地区
的驻马店杨庄、西平上坡，豫西
南的淅川下王岗、沟湾、丹江口
乱石滩、郧县大寺等出土的遗
存被认为是王湾三期文化晚期
向南扩张，分别形成的杨庄二
期、乱石滩两个地方类型，学术
界普遍认为这两个类型与“禹
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密切相
关。整体上看，煤山、杨庄二期、
乱石滩三个类型的分界大体在
驻马店、漯河、舞钢附近的洪汝
河流域以及伏牛山东段与桐柏
山地区。而舞钢大杜庄遗址刚
好位于这三个类型交汇的关键
节点，对深入理解王湾三期文
化的变迁、与周邻地区的交流
互动关系和早期夏文化的形成
提供了关键材料。

遗存分期

大杜庄报告中将遗址遗
存分为三组，文化性质与遗存
时间分别对应王湾三期文化
的早期二段与晚期一、二段。

第一组发现遗存较少，遗
迹中可确定归属此组的仅有
H42、H70、H71 及 W7 四个单
位。其中以H42与H70出土的
遗物与器类最为丰富，此外该
组遗物还见于遗址发掘区中
部地层中。第一组出土陶片以
泥质陶为主，陶色以黑陶为
主，灰陶、褐陶、红陶数量较
少，纹饰以篮纹为主。H70出土
器物有陶鼎、陶罐、陶瓮、陶斝
与器盖，其中H70：3鼎足与汝
州李楼遗址一期92T4④：17相
似，均呈圆锥状，足尖外卷；
H70：1陶瓮与瓦店遗址一期Ⅳ
T3H61：29 相似，呈高领领部
外撇，圆唇，圆肩。H42出土陶
器见有陶盆、陶瓮、陶罐及陶
缸。H42：4 陶盆与杨庄一期
T16③A：2相似，均为夹砂陶，
宽折沿，腹微弧，上饰横、斜向
篮纹。第一组遗存年代相当于
李楼一期和杨庄一期。

第二组发现遗存数量稍
多，遗迹种类有灰坑、瓮棺、窑
及房址，H23、H45、H60 等为
该组的典型单位。第二组与第
一组出土遗物略有差别，泥质
陶比例下降，灰陶比例上升，
篮纹仍为主要纹饰，但器物种
类更为丰富，石器数量也有所
增加。H23出土器物见有陶鼎、
罐、器盖、碗、豆、钵、罍、盘、瓮
等，H45与之较为相似，多见陶

刻槽盆、甑、盆、瓶四类陶器。整体上看，H23：8、
9 陶瓮与瓦店二期ⅣT3H30：26 相似，直口微
侈，中腹较直，下腹微弧收，小平底；H23：10陶
碗与煤山二期T1⑤：8相似，泥质灰陶，敞口，腹
外弧，平底。H45：9陶鼎与煤山二期H75：1相
似，侈口，折沿，腹部近球状，最大腹径位于中
腹部，圜底，下有三扁矮足，足内聚；H45：16陶
碗与大河村龙山中期 H189：9 相似，敞口，斜
腹，平底；H45：20刻槽盆与李楼二期91采：1相

似，微敞口，卷沿，弧腹，腹较深，平底；H45：21
擂钵与瓦店二期ⅣT6H64：9相似，器身呈漏斗
形，敛口，叠唇，上腹斜曲，内壁有竖向凹槽；
H45：68陶豆与王城岗龙山三期WT95H206：4
豆盘相似，敞口，圆唇，弧腹，腹较浅。第二组遗
存年代相当于煤山二期与李楼二期。

第三组发现遗存数量最多，新增灰沟等遗
迹，其中 H1、H32、H33、H35、H61、G2 等单位
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第三组出土陶片与第二组
出土遗物相似性较大，陶质上泥质、夹砂陶各
半，陶色以灰陶为主，纹饰上篮纹、素面多见，
还见有少量方格纹与绳纹等纹饰。出土遗物种
类也与第二组基本相同，以陶鼎、陶罐、陶豆、
陶瓮、陶盆、陶甑、陶碗、器盖等为基本器物组
合，新发现有陶觚形器与陶盉形器等，上述各
类发现数量均较少。H1出土较多觚形器，多为
黑陶，均呈长颈，鼓腹，圜底，喇叭状圈足，与瓦
店遗址、郝家台遗址定名觚形器形体相似但底
部结构不同，与瓦店遗址出土高柄杯器型更为
相仿但也未发现完全相同者，或系融合本地文
化 特 征 形 成 。H1：13 陶 鼎 与 瓦 店 三 期 Ⅳ
T5H47：2相似，器身矮扁，最大腹径位于中腹
部，扁三角形矮足，足垂直于地面；H32：7陶瓮
与王城岗四期WT242H536：17相似，高直领，
圆唇外翻，肩微鼓；H32：4圈足盘与郝家台五
期T51J10：18 盘部相似，敞口，腹微弧，平底；
H37：8陶罐与杨庄二期三段T6 ：6相似，盘
形口，圆唇，溜肩；T3031G2①：6器盖与瓦店三
期ⅣT5H36：3 相似，覆碗形，唇面有凹槽，斜
腹。第三组遗存年代相当于瓦店三期。

文化因素分析

大杜庄遗址龙山晚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可
归为四类，分别为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杨
庄二期类型因素，石家河文化因素，造律台文
化因素和东方文化因素。

王湾三期文化因素
整体上看，大杜庄遗址的主体因素为王湾

三期文化，尤以煤山类型为主，且该类型遗存
数量和器类较第一组有明显丰富和增多的趋
势。杨庄二期类型的因素次之，主要发现于遗
址第二、三组遗存中。

煤山类型 遗址所见该类型主要陶器组合
为A型鼎、D型鼎足，A、B型夹砂罐，A、B型泥
质罐，Aa、Ab型陶瓮，B、C型陶甑，A、B型陶钵，
Aa型刻槽盆，Aa、Ab型陶碗，陶盏，A型、C型陶
器盖，陶圈足盘，陶粗柄、细柄豆，陶转盘，陶
盉，陶平流袋足鬶等，典型单位包括H1、H16、
H23、H28、H45、H61、H62、Y5、W1、W2、W4、
W6、W7、W8、W12、W13、W15、W17、W18等。

杨庄二期类型 该类型因素始见于遗址第
二组遗存中，应是王湾三期文化南渐融合本地
石家河文化因素后形成的。除两类型中共存的
遗物类型外，大杜庄遗址遗存中发现的具有杨
庄二期类型主要陶器有 C 型鼎足，C 型夹砂
罐，A型陶甑，Aa型陶盆，A、B型陶缸等，典型
单位包括H21、H64、G2等。

石家河文化因素
该文化因素散见于遗迹单位和龙山晚期

地层中，在遗址第一组遗存中占一定比重，零
星见于第二、三组遗存，且多与王湾三期文化
遗存共出。陶器主要有A型鼎足，C型陶瓮，C
型陶缸，B 型陶刻槽盆，A、B 型陶壶，Ba 型陶
杯，陶瓶，兽形陶塑等。在 H21、H31、H42、
H45、H66、G2等单位中，除王湾三期文化因素
外还见有一定数量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如喇叭
口筒形擂钵、折腹瓮、倒梯形凹面鼎足等器。

造律台文化因素
该类文化因素发现较少，且多在遗址二、

三组遗存中发现，常与王湾三期文化遗存伴
出。主要器型有B型鼎足，B型器盖等，侧装三
角形高足鼎在出土陶鼎足占据一定比例。

东方文化因素
东方文化因素在遗址内所见最少，所见陶

器有Aa、Ab型陶杯，陶觚形器，饰长方形镂孔
陶豆，A、B型陶罍等。遗址内第二、三组遗存中
有零星发现，第三组发现数量与器类多于第二
组。该类遗存具有东方史前文化特征但与大汶
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内同类器存有差别，应当
并非文化直接传播所致。造律台文化及王湾
三期文化煤山类型的瓦店、郝家台等遗址中
发现有与之相似者，盖该类遗存或系间接通
过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或豫中地区的王湾
三期文化传播所至。

结语

根据遗存分组与文化因素分析，大杜庄遗
址龙山晚期遗存所表现的文化变迁或为，相当
于王湾三期文化早期时，大杜庄遗址位于石家
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影响区交汇处，遗址第
一组遗存既有煤山类型文化遗存，又发现有相
对丰富的石家河文化遗存。王湾三期文化晚期
向南扩张，直入石家河文化统治腹地，原属于
石家河文化统治区域的豫南地区转变为王湾
三期文化杨庄二期类型，该变迁在大杜庄遗址
第二、三组遗存中有所体现，此两组遗存中虽
以煤山类型为主要文化因素，但杨庄二期类型
因素也占有重要比例，两组遗存中两类型因素
略有差别，第三组遗存中杨庄二期类型因素占
比较第二组有所减少，二组中所见的漏斗形擂
钵等器型三组不见，表现出王湾三期文化晚期
煤山类型稳步向外扩张的趋势。

大杜庄遗址位于舞钢市北部，地形划分
上属于黄淮平原，其北、东及东南方向均地势
相对低平，是南北、东西交流的重要通道，因
此文化面貌显示出一定的融合性与多样性，
遗址中所分的三组遗存也表现了王湾三期文
化对该区域影响与控制逐步加强的三个阶
段。舞钢大杜庄遗址龙山时代晚期材料的公
布，对解读该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
发展演进，以及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
动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马家浜文化遗存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就
有发现，始见于吴兴邱城遗址下层。1959年，马
家浜遗址被发掘；1977年，夏鼐先生提出马家浜
文化的命名；1978年，牟永抗、魏正瑾确立了太
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史
前文化序列。

1980年，姚仲源提出罗家角类型，认为其具
有地方特征。陈晶进一步将马家浜文化分为罗家
角类型和草鞋山—圩墩类型。张照根将马家浜文
化分为东山村类型、罗家角类型、草鞋山类型三
个类型。田名利将马家浜文化划分为早晚两个阶
段，早期分为骆驼墩—吴家埠类型和罗家角早期
类型；晚期分为西溪—神墩晚期类型、庙前类型、
草鞋山—圩墩类型、罗家角晚期类型、祁头山—
彭祖墩类型、三星村遗存。张敏则根据腰沿釜的
东西差异，将太湖北部分为太湖东部的草鞋山类
型和太湖西部的骆驼墩类型。

为探讨杨家遗址单耳钵的文化来源，本文将
其与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及周边考古学文化出
土的单耳钵器型进行比较。在前人的分期方法基
础上，将马家浜文化划分为早期与晚期两个阶段
进行讨论。马家浜文化早期可进一步分为早段
（距今约7000~6800年，对应罗家角遗址第四文化
层）与晚段（距今约6800~6500年，对应罗家角遗
址第三文化层及邱城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

杨家遗址简介

杨家遗址位于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阖闾
村杨家自然村，为岗地型遗址。2015年，无锡市
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发掘，发
掘面积300平方米。杨家遗址的主体堆积属于马
家浜文化晚期，碳十四测年并经树轮校正年代为
6270~5920cal.a BP。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主要
有筒形釜、单耳钵、筒形钵、敛口钵、豆、罐、盆、
盉、鼎等。陶色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陶器多
为素面，部分施有红陶衣，纹饰主要集中在陶釜
腰沿顶端，有压印点纹、锯齿纹、指捺纹等。

本次发掘中，出土有 4 件单耳钵，2 件残，2
件完整器具体描述如下。T1⑧：3，夹炭红陶，敛
口、斜腹、平底略内凹，器身中部有一扁半环形
把手，器身可见泥条盘筑痕；高 9.5 厘米，口沿
残，复原口径 12.5厘米，底径 11厘米，腹径 14.5
厘米，器壁从口沿到底部逐渐增厚，厚 0.3~1厘
米，底厚 0.8~1.3厘米；把手长 8.5厘米，高 3.8厘
米，环厚1.5~2.2厘米。T3⑥：7，夹炭红陶，敛口、
斜腹、平底，器身中部有一扁半环形把手；高 6.8
厘米，口沿残，复原口径 10厘米，底径 7.7厘米，
腹径 10.8厘米；把手长 8厘米，高 5.7厘米，环厚
1.4~1.7厘米。杨家遗址出土的四件单耳钵造型
独特，在太湖北部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尚未
发现类似器型。

太湖流域及周边地区出土单耳钵情况梳理

单耳钵出现在马家浜文化的早期晚段及晚
期，数量较少，此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
未见类似器型。出土单耳钵的马家浜文化遗址
并不多，有太湖南岸的吴家埠、罗家角、邱城等
遗址，太湖西部的神墩、三星村遗址，太湖北岸
的杨家遗址，太湖东岸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并未
发现单耳钵。

在太湖地区及周边地区，单耳钵最早出现
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同时，河姆渡遗址也
是单耳钵出土数量最多的遗址，其第四文化层
出土110件、第三文化层出土10件单耳钵。由于
河姆渡遗址单耳钵数量最多、器型最全，因此笔
者以河姆渡遗址单耳钵为例进行分型，并在此
基础上对其他地区单耳钵进行分型。

根 据 口 部
形态将单耳钵
分为四型：圆口
A 型、椭圆口 B
型 、长 方 口 C
型、方口D型。

A 型 按 口
沿形状分为四
个亚型。

Aa 型 ，敛
口。分为二式：
Ⅰ式斜直腹，标
本T213④a：92，
敛口，斜直腹，
平底，耳在口沿
下，下腹里收，
高 9、口径 14 厘
米；Ⅱ式弧腹，标本T30④:78，敛口，弧腹微鼓，耳
上翘，高9.5、口径16厘米，标本T221④b：142，敛
口，圆弧腹，高10、口径13.5厘米。

Ab型，折敛口，标本T232④b：136。
Ac型，侈口，标本T234④b：279。
Ad 型，敞口，标本 T234③a：83，弧腹，口沿

安一上翘的扁耳，高10、口径15.6厘米。
B 型按口沿分为两个亚型。Ba 型，敛口，标

本T223③a：89，腹略鼓，平底，高 10、口径 16~17
厘米。Bb 型，敞口，标本 T223④b:186，微敞，高
9.5、口长径18、短径13.1厘米。

C型分为两个亚型。Ca型，敛口、圆底，标本
T233④a：171。Cb型，敞口、方底，标本T233④b：183。

D型为方口、圆底，标本T325④b：151。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地处杭州

湾南岸的宁绍平原东部，①~④层为河姆渡文化
层，其第三文化层、第四文化层出土单耳钵。河
姆渡一期出现Aa型、Ab型、Ac型、Bb型、C型、D
型，河姆渡二期Ab型、Ac型、Bb型、C型、D型消
失，Aa型延续，新出现Ad型、Ba型为。

罗家角遗址第一文化层到第四文化层为马
家浜文化，第三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早期晚段，
报告记录第三文化层出土单耳钵完整器 1 件。
T133③：14，为Bb型，椭圆口、敞口，斜直腹，平
底，口沿处有一宽耳，耳上翘。

邱城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年代与罗家角第
三层相当，为马家浜文化早期晚段。出土Bb型
单耳钵，数量较多，为数量仅次于釜罐类的典型
器型。标本 G1：4，斜直腹，平底，近口沿处有一
牛鼻单把耳；标本G1：5，斜腹，口沿处有一牛鼻
耳，耳上翘，与口安接处尖状突出。

吴家埠遗址第三、第四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
第四文化层为马家浜文化早期，出土Aa型Ⅱ式、
Ad型单耳钵。Aa型Ⅱ式，标本T42：4（原报告Ⅱ式
钵），弧敛口，弧腹，平底，器身中部有一半环形耳。
Ad型，标本T48:24（原报告Ⅲ式钵），圆口，敞口，
斜直腹，平底，器身中部偏下有一半环形耳。

神墩遗址③~⑥层为马家浜文化层。④层为马
家浜文化晚期，出土Aa型Ⅱ式，标本T1232④：5，
敛口，圆唇、弧腹，器身中部有一弧形耳。

三星村遗址墓地年代推测为距今 6500~
5500年。M196出土Ad型单耳钵一件，敞口，斜
腹，平底，腹部有一宽扁的环状把手，向下倾斜，
素面。

结论

马家浜文化早期早段，太湖流域未见单耳钵
身影。周边宁绍地区的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
现Aa型、Ab型、Ac型、Bb型、C型、D型单耳钵。
在马家浜文化早期晚段，Aa型、Bb型单耳钵向北
传播到太湖南部的罗家角遗址、吴家埠遗址和邱

城遗址。同时，太湖南岸地区发展
出Ad型单耳钵。Ad型钵在太湖南
岸诸遗址的出现时间早于河姆渡
二期文化 Ad 型钵，可能是太湖南
岸的马家浜文化自身发展演变出
的新型。

进入马家浜文化晚期，Bb型单
耳钵在太湖流域地区消失，Aa型和
Ad型单耳钵则继续向北传播到太
湖西部和北部的神墩遗址、三星村
遗址、杨家遗址，且其把手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神墩遗址和杨家遗
址的单耳钵均为Aa型Ⅱ式，其把手
位于器身中部，且把手较大，几乎
与器身尺寸相当。三星村遗址出土
Ad型单耳钵，其把手位于器身的中
腹部。同时，单耳钵在太湖南部地
区消失，也并未向东传播至太湖东
部。并且此后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
遗址中再未见单耳钵。

在宁绍地区，Aa型Ⅱ式延续到
河姆渡第三文化层，Ab型、Ac 型、
Bb 型、C 型、D 型消失，新出现 Ad
型、Ba型单耳钵；至第二文化层，单
耳钵全部消失。在宁镇地区北阴阳
营遗址Ⅵ型陶钵中，也发现了单耳
钵造型的陶器，这些陶器属于北阴
阳营第二期文化，共有 7 件，为圆
口、敛口，把手位于口沿附近或上
腹部，与Aa型单耳钵造型相近，可
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影响，同时具有
自身特色，部分耳侧面呈三角形；
二期以后，单耳钵消失。在皖南地
区，薛家岗遗址第二期文化出土 2
件单耳钵，敛口、曲腹或腹束腰，本
地特色鲜明，可能是本地起源。在
时间稍晚的凌家滩遗址并未发现
单耳钵。在江淮地区，龙虬庄遗址
第一期文化出土单耳钵 2件，Ⅰ型
T1528⑦：22、Ⅱ型T1626⑧：5单耳
钵，其来源和去向尚不清晰。

单耳钵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遗
址向北传播至太湖南部的邱城、吴
家埠、罗家角遗址，再经太湖西部传
播至太湖西北部的过程，反映了马
家浜文化与周边地区及其内部文化
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单耳钵的传播
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湖流
域地区人群的流动情况。这种文化的持续互动与
交流，加强了区域内的沟通与联系，为后期崧泽
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年初，“黄金武士与富饶草原”在天津
博物馆展览，所陈文物来自哈萨克斯坦国
家博物馆。其中一件出自哈萨克斯坦南部
库鲁克（Khurluk）的陶质“祭坛”引起了笔者
的注意，因其形制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
灶很相似。

广义的陶灶包括灶圈和容器两部分。灶
圈的组成部分有灶门、灶壁和出烟孔，狭义
的陶灶即指灶圈，灶圈需要与陶容器配合使
用。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是目前
发现最早的有陶灶的考古学文化（图1），其
下限距今约 8000年。之后，在环太湖流域和
长江下游的宜兴骆驼墩、良渚庙前、余姚河
姆渡、慈城小东门、余姚田螺山等遗址都有
陶灶（圈）发现，但是数量不多。

与之相比，中国北方地区的陶灶数量
多。在地域上，冀中南，关中，河南中、西、北
部，陇东和晋南都有出土。在考古学文化上，
则属于“仰韶文化丛体”的范畴，有些地区则
一直延续至龙山时代。与顺山集二期的陶灶
圈不同，中国北方地区所见最早的陶灶是有
底的，之后则开始在底上加足，后又出现无
底的新类型（图2）。

陶灶（圈）的发明，应源于对陶支脚（或
称陶支座）的改良。支脚与陶灶的功能相同，
也需要与容器配合使用。但与支脚相比，陶
灶具有以下优势：相对封闭的灶圈既可以挡
风，又可起到防止火蔓延的作用。最重要的
是，这种封闭的空间可以聚集火势，提高加
热效率。灶门与烟孔之间形成空气对流，使
得灶内氧气供应充足，柴火燃烧充分；出烟
孔对称排布，火焰自然分成几股，使得釜底
受热更加均匀。当然陶灶也存在一些劣势，
如一旦损坏，就需整体弃用，但支脚则可以
只更替损坏的那件。不过，随着流动性的降

低，定居增强，人们并不需要频繁携带陶器
在身上，劣势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北方地区的陶灶最早见于冀中南地
区，但随后就被陶鼎所取代了，此后再无同类
器出现。反观晋、陕、豫等“仰韶文化丛体”分
布的核心区域，“陶灶文化”却绵延不绝。

陶灶的出土情境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
使用场景，目前遗址中的陶灶，只见于地层
和灰坑中，并未在房址中见到过。这类器物
究竟是在户外使用，抑或在建筑内使用，还
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陶灶是用于加热的
器具，但是与之配合使用的陶容器中盛装的
是什么，还未有确凿的证据，可能用于炊煮
食物，或温、煮水。亦有学者认为其参与了酿
酒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陶灶间的尺
寸差距较大。如冀中南所见的平底陶灶，其
腹径约为 15~20厘米。而图 2中所举渭南北
刘的一件有底灶，其口径 48、底径 40厘米，
与平底陶灶的尺寸差距悬殊，应与使用场
景或加热对象的不同有关。除了用于炊煮
食物和液体以供人日常摄取，陶灶还可能
具有“祭坛”的性质。中国新石器时代所见
的陶灶圈，与前文提到的哈萨克斯坦南部
所出的陶制“祭坛”在造型设计上有异曲同
工之妙，在器壁内侧都有三个横向支柱，用
以支撑容器。不过，这只是初步的猜想，还
需更多证据支持。

在遗址地层和灰坑之外，陶灶还出现
在墓葬中。除了在杨官寨遗址中作为儿童
瓮棺葬的葬具，在华县太平庄、华阴兴乐
坊、灵宝西坡墓地中都是作为随葬品出现
在墓葬中的。

在这三处地点，陶灶在墓葬空间中的位
置基本相同，都位于墓主的足端靠近墓壁的

位置。尤其在灵宝西坡墓地，随葬陶灶都位
于陶器群的中间位置，且灶门朝着墓主所在
方向。

在西坡遗址的灰坑中也出土过陶灶，但
形制与墓葬中所出陶灶不同（图3）。随葬陶
灶的质地可分为泥质、夹砂、泥质夹细砂三
类，夹砂者掺杂的是白色石英颗粒，有些还
夹含金色细砂。此外，这些陶灶的形态都有
不同程度的扭曲，不如西坡遗址中所出那类
陶灶规整。有理由认为西坡墓地随葬的陶灶
是作为专门的随葬品而制作的非实用器。

大约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无底灶出
现了，此后所见陶灶都属于无底类型。陶寺
遗址早期“王族墓地”共有 9座墓葬随葬有
陶灶，每墓 1件。该墓地共发掘了 1309座墓
葬，其中被归入最高等级墓葬（即一类墓）的
共有 6座，而其中 5座都随葬有陶灶；余下 4
件陶灶也都出于等级较高的二类墓中。其
中，以陶寺 M3016：15 为代表的一类陶灶，
还见于陶寺居址中，主要出自下层贵族居住
区和宫城内的陶寺早中期灰坑废弃堆积中；
而以陶寺M2001：56、M2172：32为代表的一
类陶灶，仅见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一、二
类较高等级墓葬中。作为“陶灶文化”最后的
继承者，陶寺社会的上层贵族发明了新种类
的陶灶，并垄断了对其的使用。

作为加热器具，陶灶的造型设计必然
以提高加热效率为目的。当结构稳定下来
后，造型就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被生活于一
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群所分享，形成了某种

“认同”。在不同人群内部，陶灶可能还有着
更特殊化的内涵，其观念只在更小范围内
流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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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顺山集遗址陶灶和可能与
之配套使用的陶釜

图3 西坡遗址灰坑和墓葬中所出陶灶的对比图2 不同类型的陶灶

图1 大杜庄遗址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
型、杨庄二期类型因素

图3 大杜庄遗址造律台文化因素与东方文化因素

图2 大杜庄遗址石家河文化因素

太湖流域及周边地区马家浜文化时期出土单耳钵器型图


